
第五章 汉代合浦外来文化因素的植入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事商品贸易，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之路，一些域外的文化因素，经

过模仿改造，植入到本土文化中。前述文昌塔 M168 出土的陶珠，是外来蜻蜓眼玻璃珠在楚地引发

的仿品，之后从内陆传至合浦，而更多的应是通过便捷的海路直接传播，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及其

出土文物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

第一节 胡人俑的艺术创作母题

“胡人”通常是指面部特征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人种。学术界认为“胡人”来自北

方、西域和南海诸国等广泛地域，因而各地出土的汉代胡人俑，其服饰、帽饰和容貌也会有所不

同。

合浦西汉晚期墓堂排 M1 出土的胡人俑，为浅黄色软陶，俑残高 28.2 厘米，其左手、左耳、

足部与鼻梁均有不同程度残缺，但造型和主要特征尚可辨识（图三九，1）。俑头戴圆顶小帽，身

着对襟小领长袍，竖眉小眼，高鼻深目，脸部较圆，络腮胡须
[1]

。从俑的外貌观察，其状似舞俑，

而怀中所抱似为弓形竖琴。据国外学者研究，竖琴有两种类型，一为弓形竖琴，二为角形竖琴。

丝绸之路繁盛时，使用竖琴的地区彻底分化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使用弓形竖琴的印度，另一个是

使用角形竖琴的西方
[2]

。

另一件为东汉晚期寮尾 M13b 出土的俑座灯
[3]

，灰色硬陶，通高 20 厘米（图三九，2）。俑座

为胡人形象，深目鼻高，尖下巴，络腮胡。胡人屈膝而坐，左腿横屈，右腿竖屈，右手撑地，左

手举托灯盘，头仰视，造型生动传神。不过，此俑的面相虽明显为胡人，但缠头绾结，又有如汉

式的幞头。

图三九 合浦汉墓出土胡人俑

1.堂排 M1 2.寮尾 M13b



广州汉墓中，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墓的很长一个时期，均有俑坐灯和侍俑出土，其胡人的

形象，也有与合浦汉墓出土相类，研究者认为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

更有可能是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
[4]

。胡人俑的造型是否明确源自这些地区，目前还不好定论，但

不管如何，“胡人形象的制作，当非无本之木，而应存在现实的写照”
[5]

。综观我国发现胡人俑的

分布规律，是南方早于北方，沿海早于内地，而在数量上，东南沿海地区远远多于其他地方
[6]

。

从这一分布规律分析，“胡人”这一外来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国的路径，似应首推海路。合浦出现的

胡人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中西海路贸易的扩大，与域外人种交流接触的增多，胡人的体

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为时人习见，进而运用，作为艺术创作的母题。

第二节 羽人座铜灯与羽人形象

羽人座铜灯出自九只岭 M6a，年代属东汉晚期。灯通高 35.4 厘米，分灯盘、灯柱和灯座三段。

灯盘为行灯的形状，盘圆形、直壁、平底，附三直足和柳叶形把。中段灯柱下为羽人，羽人短脸、

浓眉大眼、高鼻大耳、络腮胡须。羽人胯前两侧刻划圆圈，双手覆压，似为把持乐器。双翼紧贴

在背后，略为凸出。灯座上部作圆形龙首状，龙嘴衔着的小圆柱插进灯盘下面的套管，使灯盘自

如转动，底座还铸出龙、虎、熊等瑞兽
[7]

（图四○）。

图四○ 九只岭M6a 出土羽人座铜灯

1.正面 2.背面（张磊拍摄）

羽人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形象。汉代羽人与先秦羽人不同，大都长着两只高出头顶的大耳，

造型大致可见四类：第一类，人首人身，肩背出翼，腿部生羽；第二类，人首鸟身，鸟爪；第三

类，鸟（禽）首人身，人身生羽翼；第四类，人首兽身，身生羽翼。四类羽人当中，以第一类出

现的频率最高，其他三类皆不多见。羽人常出现的图像组合中，或翱翔于云天，与天帝、雷公、



雨师、风伯、电母等天庭诸神济济一堂；或出没于仙庭，与捣药玉兔、蟾蜍、九尾狐、三足乌等

灵瑞一同陪侍在西王母或东王公周围；或游戏于祥禽瑞兽中，与龙、虎、鹿、朱鸟、凤凰、熊罴

等祥瑞戏舞，很可能便是在演示既能巩固自身，亦能帮助众生延年益寿甚至不老不死的行气导引

之法
[8]

。合浦铜座灯上的羽人，大体未脱离学者归纳的汉代羽人范畴，前述铜钹上的羽人属少见

的第四类，而这件铜灯座上的虽属常见的第一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双翼紧贴背后，与其

他地区发现飘出的类型不同，二是双耳没有高于头顶，三是双手似持有乐器。

至于汉代羽人形象是否为外来，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徐中舒曰：“羽人、飞兽及操蛇之神，皆

为西方最早期，即公元前三四千年来，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印度等地盛行之雕刻、造像

或传说。”认为羽人于公元前 5世纪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之后进入中国，断言：“画仙人着翼形，

必非中国民族固有之想象作风”，且汉代仙人“皆高鼻生羽，高鼻明为伊兰以西之人种，其为外来，

尤为显然”
[9]

。孙作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羽人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传统。说先秦与两汉羽人图像

略异，前者形态原始，后者更富人间情趣，但两者基于同一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皆脱胎于《山

海经》，思想根源在于东夷族系的鸟图腾崇拜
[10]

。贺西林亦持相似观点，认为湖北荆州天星观 2

号楚墓出土的羽人驭凤鸟雕像，是目前所见与汉代羽人最接近的先秦羽人形象，为寻找汉代羽人

的直接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表明汉代羽人有可能脱胎于楚文化，与楚羽人一脉相承，其思想则

可能源于战国中晚期楚地渐兴的长生久视之道、神仙不死之术
[11]

。

我们认为，羽人外来的观点依然很值得重视。合浦发现的羽人形象，与各地所见有较大的不

同，显示出与西方密切的关联性。而且，另一件几乎雷同的羽人座铜灯，在相邻的广西梧州鹤头

山东汉晚期墓出土
[12]

。合浦郡属交州刺史部，这一时期刺史部的治所就在梧州
[13]

。

第三节 钵生莲花器与佛教传入

发掘于 1972 年的风门岭 M1，是一座横直券顶合穹隆顶砖室墓，年代属东汉晚期末段
[14]

。墓

葬出土了一件当初被称作“陶灯模型”的器物，分座、把、盘和火焰四部分，通高 65.6 厘米。灯

座作方形，截面呈倒梯形，上宽下窄；灯把作方柱，较高，上有方卯；灯盘敞口折沿，圆形浅腹，

中开方孔；火焰部分，略似莲花蕾，上部尖，中间大，底部的方形榫头通过盘中方孔，套人灯把

上端的卯口（图四一，1）。类似器物，合浦还出土有 12 件，但均属三国时期。另，1999 年广东省

博物馆还入藏 1 件，残存座和把部分，高 40 厘米，标注地点为合浦龙门 M3
[15]

，应为 1955~1965

年合浦为广东所辖期间出土，器形与三国墓所出相似，年代也应大体相当。这类器物，在此后的

晋墓和南朝墓就了无踪迹，说明东汉末年出现后，仅盛行于三国一代，而且就目前的发现，仅限

于合浦一地。相较于东汉末期，三国墓出土的器物虽结构基本一致，但变化却很明显，器物变低

矮，仅有 24~30 厘米，部分已简化为无底座，顶部的表现形式也更丰富，一些如前期风门岭 M1 所

出，仅作蕾状，也有些刻出了花瓣形状，还有一些作含苞欲放状，后两者已能大致判断为莲花造

型（图四一，2）。

之前考虑该器物为灯具，主要是从外形观察，其似具备灯的主要结构，比如灯盘、灯把、灯

座等，但若定名为莲花灯，亦隐觉不妥。一些寺庙现存的莲花灯，莲花均盛开作盘状，是作为灯

盘用途的。受佛教“钵生莲花”故事及“钵生莲花镜”
[16]

的启发，我们把这件器物称为“钵生莲



花器”。理由如次：

图四一 合浦汉墓出土钵生莲花器

1.风门岭 M1 2.公务员小区 M8a

其一，与铜镜题材上的器物特征基本吻合。上半部分莲花和钵的造型与钵生莲花镜相似。钵

生莲花镜有对着钵生莲花下跪作揖的两人形象，如此类推，钵生莲花器也应作为供奉神器，其下

半部分作为座足，便于安放和供奉。这类器物出自分室或穹隆顶砖室墓中，墓葬规模比较大，墓

主人的身份地位也应较高，与佛教进入中国之初先在上层社会传播的诸史实可相呼应
[17]

。

其二，器物的出现与研究者认为佛教传入广西的年代相当。“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最晚不迟

于东汉末年，最早当在西汉晚期。”
[18]

东汉末年之说比较确信，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苍梧广

信（今广西梧州）人牟子，东汉末年避乱于佛教兴盛的交趾，后牟子返广信定居，潜心研究佛学，

最终成就佛教的经典著作《理惑论》。而合浦是广信通交趾的必经之路，且“与交趾比境，常通商

贩，贸籴粮食”，两地关系紧密，合浦受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交趾兴盛佛教的影响，是在情理之中。

合浦出现的钵生莲花器，也恰好在这一时间段。

其三，佛教文物在合浦有不少发现，零星的出现更早至西汉晚期。李刚把狮、象、鸽子等象

征性的动物形象，堆塑器、塔式罐之类的象征性建筑造型以及“托钵僧”俑（或称“俑形灯”）、

胡人俑和佛像等，作为佛教文化从战国以后至东汉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流行的艺术积淀
[19]

，

谢崇安亦认为岭南汉墓中出土的西方胡人形象的人俑艺术造型是南传佛教进入岭南地区的历史见

证
[20]

。还有学者，进一步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佛教传播之路”
[21]

。上述观点或过于笼统抽象，

但合浦汉墓出土不少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琥珀等材质的狮形饰件，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多发现。

格洛弗认为“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见证早期佛教思想和价值在东南亚的出现”
[22]

。出现在

合浦风门岭 M10 的石榴子石摩竭造型和三宝佩也是有力的佐证（图四二），摩竭造型还有肉红石髓

的，见于凸鬼岭汽车齿轮厂 M16a
[23]

。摩竭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是法力无边



的海兽。摩竭纹饰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在寺院建筑的塔门上尤为多见。现知

最早的摩竭纹饰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从这时到公元 12 世纪，摩竭纹在印度一直流行。

其传入中国的路线，之前被认为是循西边陆路
[24]

。但摩竭纹在陆路出现的时间偏晚，较早的有陕

西三原县双盛村隋代李和墓的椁盖上
[25]

，之后流行于唐代金银器中
[26]

。象征佛、法、僧的三宝佩，

水晶或玉髓质地，多见于泰国南部遗址三乔山和差那港
[27]

，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也有发现
[28]

。此

外，还有前述作为法器的铜钹等，也应与佛教有关。可见，出现钵生莲花器之类佛教文物是完全

可能的。

图四二 风门岭 M10 出土串饰

1、2、6、9.紫水晶串饰 3、5.玻璃串饰 4.玉髓串饰 7.石榴子石摩竭佩 8.紫水晶三宝佩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就佛教的传入直言：“当纪元一世纪时，

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经也”，且“南方教派成立之

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
[29]

。但反对者众，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早期佛教的南传系统’的概念

不能成立”
[30]

。但在南方，考古发现的佛教遗物，特别是东汉及之前的遗存，正逐渐增多，是不

争的事实。大量出土熏炉体现的汉人焚香习俗，吴焯认为源自佛家礼仪，而且可能提供了一条目

前尚不明朗的、佛教在中国南方早期传播的重要线索
[31]

。合浦汉至三国墓中出土这批陶钵生莲花

器，“反映出在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已在合浦地区特别是在中上阶层扎根，并逐渐盛行，人

们‘一心向佛’，且通过随葬品的形式，延续到阴间”
[32]

；在西南，“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出现和

流行在墓葬中的佛像相关图象说明，至少在东汉晚期，佛教已经以某种形式传入中国西南地区
[33]

。

三国时期，佛教在吴地进一步传播，广西贵港出土铜镜上的黄道十二宫巨蟹和宝瓶图像，也是佛

教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重要证据
[34]

。

在东部沿海，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其年代一直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汉代不可能



由海上传入佛教造像，孔望山摩崖造像属唐代前后，而不是东汉
[35]

。事实上，包括合浦在内的交

州地区，与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当时很是顺畅，故有“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之说
[36]

。

“东冶”即今福州一带，是两汉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冶城的所在地
[37]

。何志国所列举的江苏

睢宁和盱眙发现的钵生莲花铜镜，说明了当地人对这类佛教故事有所了解和对这类题材的喜好。

因此，早期佛教海路进入以及随之的东传，显然并非臆测。合浦出土钵生莲花器等佛教文物，算

是为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汉代说”提供了一个注脚。

第四节 叠涩穹隆顶的源流

叠涩穹隆顶的特点是下方上圆，在底部正方形的四角出挑数皮砖，形成弧面，再以砖层层出

挑的方式成顶。叠涩穹隆顶主要见之于岭南，在广州
[38]

、佛山
[39]

、合浦
[40]

、贵港
[41]

以及香港
[42]

、

越南
[43]

等地都有发现。在中原及其他地区，类似叠涩穹隆顶结构仅发现于河南襄城茨沟的 1 座画

像石墓，似为孤例，按纪年铭文，为永建七年（公元 132 年）所造
[44]

。岭南出现时间则相对较早，

年代明确的有广州东汉后期墓中的 M5041、M5065 和 M5068，分别发现“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

“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和“建宁三年”（公元 170 年）的铭文砖。

图四三 四方岭M36 叠涩穹隆顶

合浦发现的叠涩穹隆顶汉墓较多，在统计的 110 座东汉晚期墓中，有 20 座
[45]

。年代较早的



风门岭 M10，呈圆锥形，而稍晚一些的叠涩穹隆顶，如坐落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一号保护棚内的

四方岭 M36，则呈隆圆形（图四三）。这种演变可能与技术的进步有关。三国时期，叠涩穹隆顶不

但得以延续，似乎还更为广泛，仅寮尾慕地，25 座三国墓中就有 7 座属此类型。可见，叠涩穹隆

顶是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合浦地区盛行的一种墓葬形制。

研究者较早就注意到了广州汉墓中叠涩穹隆顶的独特之处，指出“这类圆锥形穹隆顶形制较

为独特，结构形式是从四方角向内逐层收减成圆锥形；在建筑形式上与洛阳烧沟等地汉墓‘四面

合顶’的结砌手法不同，除广州、佛山、合浦、贵县外，近邻的湖南、江西、福建未曾见过，其

来源关系有待研究”
[46]

。常青、徐永利等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常青指出公元前 3~前 1 世

纪世界上同时存在三个比较重要的砖石拱顶系统：一是古罗马系统，二是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

亚系统，三是西汉中叶后我国中原地区出现的砖石拱顶系统，而叠涩穹隆的做法与中亚同类结构

完全相同
[47]

。徐永利注意到叠涩穹隆顶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认为这种技术来自域外
[48]

。全洪在

研究广州穹隆顶汉墓时也认为，“广州是海路交通贸易的前沿港口，因而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穹顶的

技术受到某种启发和影响，从而发展出与罗马建筑形式更加接近的穹顶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可能

的。”
[49]

从时间节点和砖结构的结砌技术来看，合浦砖室墓在东汉早期就已出现，其渊源还是出

自中原，但至东汉晚期出现叠涩穹隆顶这种造型，应是受到了域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应是通过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故其范围基本限于海路交通便利的两广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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